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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郊型湖泊受农业扩展和城市化加速的双重影响，面临日益加剧的重金属污染问题，威胁水生态系统及周边人类健康。

本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典型城郊湖泊石塘湖为研究对象，通过沉积岩芯采集和年代序列建立，结合粒度组分和元素浓度分析，采

用富集系数法和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评估并重建了近两百年来 Cd、As、Pb、Co、Cu、Ni、Cr 和 Zn 的污染历史。此外，利

用相关性分析、聚类分析和正定矩阵因子分析法解析了重金属的来源及其相对贡献率。研究表明，大部分重金属（如 As、Pb、

Co、Cu、Ni、Cr 和 Zn）的污染等级较低，潜在生态风险轻微；然而，Cd 的污染等级和潜在生态风险较高，自 1981 年起由无

污染至较轻污染上升至中等污染，2004 年达到强生态风险等级。此外，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沉积物综合潜在生态风险

指数显著上升，但总体风险仍处于轻微水平。污染来源分析显示，1930 年之前，石塘湖沉积物中的重金属主要来源于自然风化

（平均贡献率为 63.63%），工业源和农业源的贡献率分别为 25.22%和 11.15%；1930 年至 1974 年，农业源上升至 23.44%，而

自然源和工业源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 51.72%和 24.84%；1975 年以后，农业源和工业源贡献率分别上升至 46.74%和 41.19%，

成为主要污染来源。本研究为石塘湖流域的重金属污染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为长江中下游湖泊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长期变化

视角，同时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城郊型湖泊污染防治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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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burban lakes, under the dual influence of agricultural expansion and accelerated urbanization, are facing increas-

ingly severe heavy metal pollution, posing threats to aquatic ecosystems and surrounding human health. This study focuse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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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e Shitang, a typical suburban lake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rough sediment core sampling and 

chr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combined with grain size and elemental concentration analysis, the enrichment factor method and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 were employed to assess and reconstruct the pollution history of Cd, As, Pb, Co, Cu, Ni, Cr, and 

Zn over the past two centuries. Additionally, correlation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and positive matrix factorization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sources of heavy metals and their relative contribu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most heavy metals (e.g., As, Pb, Co, 

Cu, Ni, Cr, and Zn) exhibited low pollution levels and slight ecological risks. However, Cd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pollution 

levels and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s, increasing from no pollution to moderate pollution starting in 1981, with strong ecological 

risk levels reached in 2004. Furthermore, since the mid-1970s, the comprehensive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 of the sediment 

has risen significantly, although the overall risk remains at a slight level. Sourc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before 1930, heavy metals 

in Lake Shitang sediments primarily originated from natural weathering (average contribution rate of 63.63%), while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sources contributed 25.22% and 11.15%, respectively. From 1930 to 1974, the contribution of agricultural sources 

increased to 23.44%, while natural and industrial sources accounted for 51.72% and 24.84%, respectively. After 1975, the contri-

butions of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sources rose to 46.74% and 41.19%, becoming the main sources of pollu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heavy metal pollution in the Lake Shitang basin, offers a long-term 

perspective for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lake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serves a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managing suburban lake pollution in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under rapid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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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内，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引发了地球景观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1-2]。这一过程不仅重塑了地

表形态，还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重大影响，造成生物栖息地的丧失和水资源的污染，导致原有生态平衡

受到严重挑战，水体富营养化、土壤重金属污染以及生物多样性下降等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3-4]。作为城

市扩展与农业活动交汇的区域，城郊型湖泊受到来自城市和农村的双重人类活动影响，使其面临更加复杂

和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5-6]。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城郊型湖泊开展了广泛的研究，重点关注快速城市化

对湖泊水质的影响[7-8]，多种污染物分布现状及其环境威胁[6, 9-11]，以及生态系统对人类活动干扰的响应机

制[12]等方面。这些研究为揭示城郊型湖泊在多重压力下的污染特征、生态风险以及生态系统响应提供了重

要基础，但针对污染物的累积模式、来源及其潜在生态风险的长期演变趋势的系统性分析仍需进一步深化。 

在城郊型湖泊面临的多种污染问题中，重金属污染物的持续积累及其引发的生态风险已成为亟待解决

的关键问题[6, 13]。重金属通过自然途径（如岩石和土壤风化后，通过地表径流迁移）或人类活动（如采矿、

冶炼排放、农业施肥、城市污水排放及交通排放等）进入湖泊，并最终在沉积物中汇聚[14]。这些污染物因

其毒性、持久性和不可降解性，对湖泊生态系统构成长期威胁，例如抑制底栖生物的生长与发育、恶化水

质并加剧污染问题[15-17]。此外，重金属通过食物链逐级放大，形成显著的生物富集效应，最终威胁人类健

康，可能引发神经系统损伤、肾功能衰竭以及癌症等健康问题[18-20]。因此，识别与评估湖泊沉积物重金属

污染及生态风险的现状和历史趋势，并分析自然因素与人为活动对湖泊重金属污染贡献的动态过程，对于

维护湖泊流域的生态安全和保障人类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湖泊重金属污染领域取得了诸多进展，研究内容涵盖了污染特征与生态风险评

估、污染来源解析以及治理技术与管理策略等多个方面[14, 21-23]。然而这些研究多集中于短时间尺度的环境

监测，对长期重金属污染历史和环境变化机制的深入探讨仍显不足。湖泊沉积物因其能够长期、连续地保

存流域物质循环的多种成分和历史信息，尤其是重金属的沉积、迁移和累积过程，因此成为重建重金属污

染历史的重要载体[24-25]。通过结合成熟的定年技术，分析沉积物记录中的重金属浓度和累积速率的时序变

化特征，不仅能够有效重建流域重金属污染的历史，还能深入揭示流域环境的演变过程[26-28]。此外，沉积

物的物理特征（如沉积通量和粒度）能够有效反映流域的侵蚀状况，将其与重金属浓度变化以及流域社会

历史数据相结合，有助于推断并解读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对流域环境的影响过程及机制，从而为理解污染

源变化提供全面且科学的依据[29-31]。 



 

 

长江中下游地区拥有数量众多、分布集中的浅水湖泊，是中国经济发展核心区域之一，具备高度工业

化和城市化程度的城市群，经济活动密集且产业结构复杂[32-34]。石塘湖是该地区典型的城郊型湖泊，地理

位置毗邻快速发展的工业区和居民区，长期承受农业、工业和城市排放的多重污染压力。已有研究主要关

注石塘湖水质污染和沉积物中重金属浓度的现状调查[35-36]，但对其重金属污染历史的动态演变、自然因素

与人为活动的相对贡献以及不同阶段污染特征仍缺乏系统性解析。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石塘湖作为研究

对象，通过采集沉积岩芯，采用 210Pb/137Cs 定年方法建立年代序列，并对沉积物的粒度组分及镉（Cd）、

砷（As）、铅（Pb）、钴（Co）、铜（Cu）、镍（Ni）、铬（Cr）和锌（Zn）等多种重金属元素（砷为

类金属，与重金属元素物化性质相似，故归为一类，下同）浓度进行测定。本研究结合富集系数法和潜在

生态风险指数法，重建了近 200 年来石塘湖沉积物重金属污染历史。此外，通过多种重金属来源分析方法

（如 Pearson 相关性分析、聚类分析和正定矩阵因子分析法（Positive Definite Matrix Factor Analysis, PMF）），

结合社会经济数据，综合分析了石塘湖流域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对湖泊沉积物重金属污染的影响，并探究

了不同阶段自然源与人为源贡献率的变化过程及其原因。这些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长江中下游地

区湖泊沉积物的污染特征，还为湖泊环境治理和污染修复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石塘湖位于中国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属于破罡湖流域。湖泊南部紧邻宜秀区主城区，西北部为大龙

山国家森林公园，东北侧与破罡湖相连（图 1）。湖泊水流自西南流向东北，并经破罡湖闸站进入长江。

湖泊面积达 14.47 km2，年均蓄水量约 1600 万 m3，平均水深为 1.52 m，最大水深可达 2.5 m。湖泊流域位

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平均气温为 16.5 ℃，降雨量为 1375 mm，风速为 3.2 m·s-1，气候温和，雨量适中，

光照充足，无霜期较长[37]。流域母岩基质主要由早白垩纪石英正长岩、晚侏罗纪二长花岗岩、钟山组-罗

岭组石英砂岩、粉砂岩等组成[38]。 

石塘湖形成于第三纪末至第四纪初期的构造活动，受到区域性断陷作用和长江泥沙淤积的共同影响。

在头陀阶断层和南天盘断层的作用下，湖泊最初为构造湖，后经历泥沙淤积与岸线扩展逐渐演变为现今的

平原湖泊形态；进入近现代，由于人类聚居与开发，沿湖湿地逐步演变为农田，湖泊功能和生态环境发生

显著变化[39]。目前，地表径流和降雨是石塘湖的主要补给来源。然而，近年来随着流域内城镇建设的快速

发展和工厂的密集分布（图 1），石塘湖长期承受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的排放压力，湖泊水质持续恶化，

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35]。 

1.2 流域历史记录 

社会经济指标为理解流域人类活动对石塘湖沉积物重金属污染影响过程提供了重要背景。本研究收集

了 1949 年至 2021 年期间安庆市的社会经济数据，包括总人口、非农业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化肥使用量、

粮食产量、肉类产量和水产品产量，这些数据来自地方志和年鉴，包括《安庆地区志》、《安庆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安徽统计年鉴》和《安庆经济统计年鉴》等。对于缺失的时间序列数据，使

用 R 语言中的 imputeTS 包[40]进行了插值。此外，1900 年至 2016 年宜秀区、大观区和迎江区耕地面积变

化数据来源于地球系统科学数据（Earth System Science Data）[41]，1980 年至 2020 年石塘湖流域土地利用

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与数据平台[42]。 

安庆作为长江沿线的重要工业城市，工业活动起步较早，工业发展历史悠久，1860 年设立的安庆兵械

所更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43]。进入 20 世纪以来，伴随着工农业活动的发展，石塘湖流域及其周边

区域的土地利用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耕地面积开始扩张，1978 年后迅速增长，并

在 1983 年达到 151.91 km²的峰值，随后逐渐减少（图 2a）。同时，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湖泊流域的

建设用地面积不断扩展（图 2b）。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安庆市总人口快速增长，伴随非农业人

口的显著增加（图 2c），显示出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此外，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安庆市的国内生产总

值（GDP）呈现指数增长趋势（图 2d）。与此同时，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安庆市的粮食产量显著增加，

化肥使用量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持续上升（图 2e，f）。在 20 世纪 90 年代，水产养殖强度的增加也导致



 

 

了水产品产量的显著提升（图 2e）。这些变化充分反映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 

图 1 石塘湖流域工厂分布及湖泊沉积岩芯采样点位置 

Fig.1 Distribution of factories in catchment and sampling site of sediment core in Lake 

图 2 石塘湖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a）1900-2016 年宜秀区、大观区和迎江区耕地面积（km2）；（b）1980-2020 年石

塘湖湖泊流域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情况；（c）安庆市 1949-2021 年总人口、非农业人口变化状况（百万人）；（d）1978-

2022 年安庆市国内生产总值变化状况（亿元）；（e）1949-2021 安庆市粮食产量（百万吨）和水产品产量（千吨）；

（f）1949-2021 年安庆市农药施用量（万吨）和化肥施用量（百万吨） 

Fig. 2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tatus of Shitanghu Basin: (a) Cultivated land area (km2) in Yixiu District, Daguan District and 

Yingjiang District during 1900-2016; (b) Changes of land use types in Shitanghu Lake basin from 1980 to 2020; (c) Changes of total 

population and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in Anqing City from 1949 to 2021 (million people); (d) Changes in gross domestic prod-

uct of Anqing City from 1978 to 2022 (million); (e) The grain production (million tons) and aquatic product output (thousand tons) 

in Anqing City from 1949 to 2021; (f) The usage of pesticides (ten thousand tons) and fertilizers (million tons) in Anqing City from 

1949 to 2021 



 

 

1.3 样品采集与实验室分析 

2022 年 2 月，在石塘湖北部（30°38'24.54" N，117° 7' 9.01" E）（图 1）水深 1.9 m 处，利用重力采样

器获取沉积岩芯 ST22-1，芯长 71 cm。采样点湖水透明度为 0.55 m，总磷、总氮和叶绿素-a 的浓度分别为

0.1 mg·L-1、2.59 mg·L-1 和 14.35 μg·L-1。现场将沉积岩芯以 1 cm 的间隔进行分样，所有子样品密封在聚乙

烯袋中，带回实验室进行-4℃冷冻保存直到处理。本研究的实验室分析项目包括 210Pb、137Cs 放射性测定，

粒度组分分析和元素浓度测定，所有测试均在湖泊与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 

沉积岩芯 210Pb、137Cs 的比活度采用高纯锗井型探测器（HPGe GWL-120-15）测定。取 0.5 g 冷冻干燥

后的样品，采用 30% H2O2 去除有机质，利用 10% HCl 去除碳酸盐，在样品洗至中性后加入 10 ml 浓度为

10%的六偏磷酸钠溶液，超声波仪中振荡 15 min 后，用 Mastersizer 2000 型激光粒度仪测量并分析粒度组

成[44]。沉积物元素的测量方法为：将冷冻干燥沉积物样品，混合、研磨、过筛（100 目）后，称取约 0.1g

置于利用四氟乙烯消解罐中，经 HCl-HNO3-HF-HClO4 四酸消解法处理后[45]，铝（Al）、钛（Ti）和铁（Fe）

和 Zn 的浓度通过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ICP-AES，Leeman Labs，Profile DV）测定，而 Cr、

Co、Cu、As、Cd 和 Pb 的浓度则通过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Agilent 7700×）测定，仪器测

量误差在±5%之间。 

1.4 沉积物干沉积通量和重金属累积速率计算方法 

沉积物干沉积通量（Dry Mass Accumulation Rate，DMAR）和重金属累积速率（Heavy Metal Accumu-

lation Rate, HMAR）是分析沉积物中物质输入强度及其重金属累积历史的重要参数。其中沉积物干沉积通

量用于表征单位时间内沉积物的堆积强度，其计算公式为： 

𝐷𝑀𝐴𝑅 = ρ × SAR （1） 

式中，DMAR 为沉积物干沉积通量（g·cm-2·a-1）；ρ 为沉积物干密度（g·cm-3）；SAR 为沉积速率（Sediment 

Accumulation Rate）（cm·a-1），基于放射性同位素 210Pb、137Cs 测年结果计算[46]。 

重金属累积速率用于量化目标重金属在沉积物中的堆积强度，其计算公式为： 

𝐻𝑀𝐴𝑅 = 𝐻𝑋 × 𝐷𝑀𝐴𝑅 （2） 

式中，HMAR 为重金属累积速率（mg·cm-2·a-1）；HX 为目标重金属元素的浓度（mg·kg-1），DMAR 为沉

积物干沉积通量（g·cm-2·a-1）。 

1.5 重金属污染评价方法 

1.5.1 富集系数 富集系数法是一种广泛用于沉积物重金属等污染程度评估的地球化学方法[47-49]。该方法通

过选取适宜的参比元素作为参考标准，对目标元素浓度进行归一化和标准化处理，以平衡矿物自然风化、

粒度变化以及采样和制样过程中可能引入的干扰，从而提高结果的准确性和各指标之间的可比性[50-51]。常

用参比元素包括 Al、Ti 和铁 Fe 等，因其化学性质稳定、丰度较高且分布均匀，被广泛应用于湖泊沉积物

重金属研究[51-53]。石塘湖流域的母岩基质主要由早白垩纪石英正长岩、晚侏罗纪二长花岗岩、钟山组-罗岭

组石英砂岩、粉砂岩等组成[38]，而 Al 广泛存在于这些地质背景中，与正长石、铝硅酸盐和其他土壤矿物

（如铝土矿）有较强相关性，因此适合作为富集系数计算的背景元素。在长江中下游湖泊重金属污染研究

中 Al 元素也被广泛应用为参比元素[53-55]。此外，本研究中沉积记录显示 Al 元素浓度与黏土（<2 μm）组

分呈显著正相关（R2=0.89，p-value=0.98），指示其自然来源特征。因此本研究选用 Al 作为参比元素计算

富集系数。在本研究中，重金属的富集系数（Enrichment factor，EF）按以下公式计算： 

𝐸𝐹 = (𝑀/𝐴𝑙)𝑆/(𝑀/𝐴𝑙)𝐵 （3） 

式中(𝑀/𝐴𝑙)𝑆为样品中重金属与 Al 元素的浓度比，(𝑀/𝐴𝑙)𝐵为背景样品中重金属与 Al 元素浓度比。本研

究采用岩芯 ST22-1 中 1860 年之前（63-71 cm）的元素平均浓度作为背景参考值。富集因子评价的沉积物

污染等级划分见表 1。 

1.5.2 潜在生态风险评价 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是一种评估沉积物重金属污染及其生态危害的常用方法，该

方法在分析过程中同时考虑了重金属的浓度和毒性两方面的因素[56-57]。单个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指数

（Single factor ecological risk index，𝐸𝑟
𝑖）和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Comprehensive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RI）的计算方法如下： 

𝐸𝑟
𝑖 = 𝑇𝑟

𝑖(𝐶𝑠
𝑖/𝐶𝑏

𝑖) （4） 

𝑅𝐼 =∑𝐸𝑟
𝑖  （5） 

式（4）中𝑇𝑟
𝑖为重金属 i 的毒性响应系数值[59]，𝐶𝑠

𝑖和𝐶𝑏
𝑖分别为重金属 i 的实测浓度和背景值。式（5）中，

𝑅𝐼为沉积物中所有重金属潜在风险因子𝐸𝑟
𝑖的总和。𝐸𝑟

𝑖和 RI的等级划分见表 1。 

表 1 富集因子（EF），单因子潜在生态风险因指数（Er
i）和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

及其对应的污染等级和生态风险等级划分标准[58-59] 

Tab. 1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for enrichment gactor (EF), single factor ecological risk index (Er
i ), and compre-

hensive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 (RI) along with their corresponding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risk levels [58-

59] 

1.6 重金属来源分析 

分析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与粒度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为深入理解重金属污染源提供了重要线索[29-30, 60]。

已有研究表明，在自然状态下，沉积物中的重金属含量通常与黏土组分呈正相关关系。然而，人为活动可

能会改变这种相关性[61-63]。本研究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法，探讨沉积岩芯中 8 种重金属元素（Cd、As、

Pb、Co、Cu、Ni、Cr 和 Zn）与 4 个粒度指标（中值粒径、黏土组分、粉砂组分和砂组分）之间的相关关

系。分析过程基于 R 4.3.1 软件，借助 corrplot 包进行数据处理与结果可视化[64]。此外，本研究采用层次聚

类分析法，对沉积物中的 8 种重金属元素组合特征进行了分析，为识别重金属来源提供有效信息[31]。该分

析同样使用 R 4.3.1 软件，并结合 cluster 包和 dendextend 包进行数据分析和图形绘制[65-66]。 

正定矩阵因子分析法是一种应用广泛的污染源解析方法，适用于识别和量化土壤、沉积物及大气颗粒

物中重金属的来源和非负源贡献率[57, 67-68]。该模型基于迭代最小二乘算法，该算法将原始受体数据矩阵（E）

分解为因子评分矩阵（X），因子加载矩阵（Y）和残差矩阵（Z），并根据对重金属来源的先验知识确定

不同因子的贡献率[67]。PMF 模型的基本方程如下： 

𝑋𝑖𝑗 = ∑𝑔𝑖𝑘𝑓𝑖𝑘 + 𝑒𝑖𝑗

𝑝

𝑘=1

 （6） 

式中，Xij 表示样本 i 种第 j 个元素的浓度；gij 是样本 i 种第 k 个元素的贡献率；fij 是污染源 k 为第 j 个元素

的特征值。残差矩阵𝑒𝑖𝑗有目标函数 Q 的最小值计算。 

𝑄 =∑∑(
𝑒𝑖𝑗

𝑢𝑖𝑗
)

2𝑚

𝑖=1

𝑛

𝑖=1

 （7） 

式中，uij 指的是 i 样本中第 j 个元素的不确定度。 

在本研究中，所有样品的每种元素的浓度都超过了仪器检测限，因此不确定度采用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𝑈𝑛𝑐 = √（𝐸𝐶 × 𝐶）
2
+ (0.5 × 𝑀𝐷𝐿)2 （8） 

式中，Unc 为元素的不确定度（mg·kg-1），EC 为误差系数（本研究采用经验值 10％），C 为元素浓度

（mg·kg-1），MDL 为元素仪器检出限（mg·kg-1）。模型输入的元素包括 8 种重金属元素（Cd、As、Pb、

EF 污染等级 Er
i  RI 潜在生态风险等级 

EF<2 无污染至较轻污染 Er
i<40 RI<150 轻微 

2≤EF<5 中等污染 40≤Er
i<80 150≤RI<300 中等 

5≤EF<20 重度污染 80≤Er
i<160 300≤RI<600 强 

20≤EF 极重污染 160≤Er
i<320 RI≥600 很强 

  Er
i≥320  极强 



 

 

Co、Cu、Ni、Cr 和 Zn），相关操作在 EPA PMF 5.0 软件中进行。在运行过程中，我们选择了 3~6 个因子

进行 20 次迭代计算。通过多次重复计算物种比例残差、信噪比（S/N）、观测值与预测值之间的相关性（r2）

和 Q 值，最终确定了能够合理解释污染源类别的 3 个因子。 

2 结果与讨论 

2.1 沉积岩心年代 

石塘湖 ST22-1 钻孔 210Pbex活度随深度的增加呈指数下降趋势（图 3a）。由于钻孔 64cm 以下的 210Pbex

活度较低，因此在年代计算中不予考虑。137Cs 活度在 36 cm 处达到峰值，对应于 1963 年全球核试验（图

3b）。鉴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强烈人类活动对沉积速率的影响，本研究采用 210Pb 恒定放射性通量模式（Con-

stant rate of supply，CRS）来计算钻孔沉积物的年代，但结果与通过 137Cs 活度获得的 1963 年时间标记有

所偏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采用复合模式方法计算钻孔沉积年代，即使用 137Cs 时标对 CRS 计算

结果进行校正[46]。通过该模式得到的沉积钻孔年代和深度之间的关系如图 3c 所示。在 64 cm 处，沉积岩

芯的年代约为 1833 年，整个钻孔记录了近 200 年的沉积历史。 

 

图 3 ST22-1 岩芯沉积物 210Pbex活度（a）、137Cs 比活度（b）及年代-深度对应图（c） 

Fig. 3 The activities of unsupported 210Pbex (a), 137Cs (b), the age-depth relationship (c) in sediments of ST22-1 Core 

 

2.2 石塘湖表层沉积物重金属污染状况及潜在生态风险评价 

石塘湖沉积钻孔表层（0-1 cm）沉积物中 Cd、As、Pb、Co、Cu、Ni、Cr 和 Zn 的浓度分别为 0.71、

19.58、50.05、16.43、34.98、40.47、87.89 和 170.97 mg·kg-1（表 2）。与中国不同地区的城郊型湖泊相比，

石塘湖表层沉积物中 Cd、As、Pb、Ni 和 Cr 的浓度普遍高于长江中下游其他城郊湖泊，但部分元素（如

Zn 和 Cu）的浓度低于龙阳湖和墨水湖；总体上，石塘湖的重金属浓度水平高于淮河流域的骆马湖。在与

西南地区的滇池对比中，石塘湖在 Ni 和 Cr 等重金属的浓度上表现出更高水平；此外，与邛海相比，石塘

湖在 As、Pb 和 Zn 的浓度上明显较高。 

石塘湖表层沉积物中 As、Pb、Co、Cu、Ni、Cr 和 Zn 的污染等级和潜在生态风险被评估为无污染至

轻微污染等级和轻微生态风险，而 Cd 的污染程度和潜在生态风险最为突出，达到了中度污染和强生态风

险等级。这一结果与安庆市湿地湖滨带土壤及河湖沉积物的重金属污染状况的研究结果一致，均表明 Cd

的污染水平和生态风险系数显著高于其他元素[69-70]。综合已有研究，中国城郊型湖泊沉积物中，Cd 相较

于其他重金属元素展现出更高的潜在生态风险等级（表 2）。 

2.3 沉积岩芯中重金属浓度、干沉积通量、重金属累积速率及粒度分布的变化趋势 

根据表 3 中石塘湖沉积岩芯的重金属浓度和累积速率统计结果，8 种重金属元素（Cd、As、Pb、Co、



 

 

Cu、Ni、Cr、Zn）的平均浓度分别为 0.45、17.2、46.69、17.5、35.06、43.07、91.42 和 152.93 mg·kg-1。按

重金属的平均浓度从大到小排序依次为 Zn＞Cr＞Pb＞Ni＞Cu＞Co＞As＞Cd。按变异系数大小排序为 Cd

＞Pb＞Ni＞As＞Co＞Zn＞Cr＞Cu，其中 Cd 的变异系数达到 37.22%，远高于其他元素。在 8 种重金属元

素中，Cd、As、Pb 和 Zn 的平均浓度高于石塘湖沉积物重金属浓度的背景值，特别是 Cd 的浓度达到背景

值的 1.74 倍，表明其受人为影响较为显著。 

 

表 2 中国不同地区城郊型湖泊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浓度及不同重金属元素的最高生态风险等级（mg/kg）1) 

Tab.2 Heavy metal concentrations in surface sediments and maximum ecological risks level of different heavy metals 

in suburban lakes across various regions of China（mg/kg）1) 

地区 湖泊 
行政 

区划 
Cd As Pb Co Cu Ni Cr Zn 

长江 

中下

游地

区 

石塘湖 安徽 0.71c 19.58a 50.05a 16.43a 34.98a 40.47a 87.89a 170.97a 

巢湖[10] 安徽 0.12c 4.46a 21.93a / 19.07a 22.04a 57.33a 54.82a 

太湖[10] 江苏 0.09c 10.55b 25.72a / 19.07a 38.85a 85.74a 71.33 a 

北麻漾[6] 江苏 0.25c / 26.4a 33.2a 60.55a 39.26a 80.56a 131.62a 

龙阳湖[9] 湖北 0.58d 14.27a 33.2a / 55.61a / 59.2a 176.94a 

墨水湖[9] 湖北 0.62d 19.26a 41.69a / 53.67a / 85.53a 266.64a 

淮河 

流域 
骆马湖[71] 江苏 0.19b 11.24a 21.42a / 27.12a 34.02a 72.18a 69.82a 

西南 

地区 

滇池[72] 云南 1.3c 27.9 a 64.2a / 71.6a 36.9a 65.1a 186a 

邛海[72] 云南 0.74c 15.1a 31.4a / 28.3a 42.4a 90.4a 124a 

1) a，b，c，d，分别表示单因子潜在生态风险等级为轻微，中等，强，很强. 

石塘湖沉积岩芯中沉积物干沉积通量介于 0.01 ~ 0.69 g·cm-2·a-1 之间，平均值为 0.24±0.14 g·cm-2·a-1（图

4）。8 种重金属元素（Cd、As、Pb、Co、Cu、Ni、Cr、Zn）的平均累积速率分别为 1.13、41.61、112.60、

41.53、83.29、101.61、216.52 和 367.61 mg·m-2·a-1。整个沉积岩芯中值粒径介于 3.46 ~ 6.54 μm，平均值为

4.96±0.97 μm。粒度组成以粉砂为主，组分占 66.66 ~ 80.14%；黏土组分在 19.74 ~ 33.12%之间；砂的组分

在 0 ~ 2.16%之间。 

根据石塘湖近 200 年来沉积物重金属浓度、干沉积通量、重金属累积速率及粒度分布的变化趋势（图

4），可以将沉积物重金属元素的输入和累积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阶段 I（1833-1929 年）：在这一时期，Cd、As、Pb 和 Zn 等四个元素的浓度较低且相对稳定，而 Co、

Cu、Ni 和 Cr 的浓度则呈下降趋势。沉积物干沉积通量及 8 种重金属元素的累积速率均较低并保持稳定，

干沉积通量介于 0.01-0.22 g·cm-2·a-1之间，均值为 0.07±0.05 g·cm-2·a-1。中值粒径和粒度组分变化较为平稳，

中值粒径在 3.46 至 3.8 μm 之间，平均值为 3.61±0.1 μm；黏土和粉砂的变化范围分别为 30.5%至 33.12%和

66.66%至 69.41%。 

阶段 II（1930-1974 年）：Cd、Pb 和 Zn 的浓度总体稳定，Co、Cu、Ni 和 Cr 的浓度继续下降，而 As

则波动上升。沉积物干沉积通量及 8 种重金属元素的累积速率表现出强烈的上升和波动，在 1937 年达到

峰值。同时，中值粒径和粉砂组分均显示出线性上升的趋势。 

阶段 III（1975-2022 年）：Cd、Pb 和 Zn 的浓度显著增长，As 在 1975 至 2000 年呈现下降趋势，但

自 2000 年以来持续上升，而 Co、Cu、Ni 和 Cr 的浓度明显下降。沉积物干沉积通量及 8 种重金属元素的

累积速率则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1975 年至 21 世纪初，中值粒径和粉砂组分持续上升，黏土组分不断

下降。进入 21 世纪以来，石塘湖沉积物的中值粒径和粉砂组分维持在较高水平，中值粒径均值为 5.81±

0.49 μm，粉砂组分在 74.74%至 80.14%之间，黏土组分则保持在 19.74%至 25.08%之间。 

 



 

 

 

 

表 3 石塘湖沉积岩芯元素浓度及累积速率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lement concentrations and accumulation rates in Lake Shitang 

  Cd As Pb Co Cu Ni Cr Zn Al Ti Fe 

浓度 

背景值 

(mg·kg-1) 

0.2

6 

15.8

4 

44.3

3 

19.3

6 

37.4

7 

48.3

2 

100.

06 

143.

90 

10335

5.75 

5712

.95 

5336

3.63 

最小值 

(mg·kg-1) 

0.2

5 

15.0

9 

41.1

2 

15.8

8 

33.0

9 

38.2

2 

83.6

9 

139.

37 

85371.

18 

5247

.79 

4462

5.63 

最大值 

(mg·kg-1) 

0.7

2 

19.9

5 

52.2

7 

20.1

3 

39.8

3 

49.4

2 

102.

73 

170.

97 

10353

6.40 

5951

.26 

5470

5.86 

平均值 

(mg·kg-1) 

0.4

5 

17.2

0 

46.6

9 

17.5

0 

35.0

6 

43.0

7 

91.4

2 

152.

93 

93467.

70 

5630

.90 

4932

6.25 

标准差 

(mg·kg-1) 

0.1

7 
1.28 3.77 1.14 1.52 3.28 5.15 9.65 

5757.5

6 

207.

57 

3261.

50 

变异系数 

(%) 

37.

22 
7.45 8.08 6.53 4.34 7.61 5.64 6.31 6.16 3.69 6.61 

平均值与背

景值之比 

1.7

4 
1.09 1.05 0.90 0.94 0.89 0.91 1.06 0.90 1.01 0.92 

累积

速率 

最小值 

(g·cm-2·a-1) 

0.0

4 
2.26 5.65 2.59 5.34 6.59 

13.7

8 

19.2

2 
   

最大值 

(g·cm-2·a-1) 

2.7

1 

119.

34 

302.

74 

124.

94 

237.

82 

314.

09 

657.

55 

998.

06 
   

平均值 

(g·cm-2·a-1) 

1.1

3 

41.6

1 

112.

60 

41.5

3 

83.2

9 

101.

61 

216.

52 

367.

61 
   

标准差 

(g·cm-2·a-1) 

0.7

2 

24.2

5 

62.4

2 

24.3

1 

47.7

3 

59.4

9 

125.

96 

204.

78 
   

变异系数 

(%) 

64.

00 

58.2

6 

55.4

3 

58.5

4 

57.3

1 

58.5

5 

58.1

8 

55.7

1 
   

 

图 4 石塘湖岩芯元素浓度、累积速率、沉积物干沉积通量及粒度组分历史变化特征 

Fig.4 Historical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lement concentrations and accumulated rates (AR), Dry mass 

accumulated rate (DMAR), and grain size index in Lake Shitang 



 

 

 

2.4 沉积岩芯重金属污染历史和潜在生态风险变化趋势 

通过分析沉积岩芯中 8 种重金属元素（Cd、As、Pb、Co、Cu、Ni、Cr 和 Zn）的富集因子、单因子潜

在生态风险指数以及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的变化趋势，本研究评估了石塘湖近 200 年来沉积物污染等级

和生态风险的变化趋势。近 200 年来，这 8 种重金属元素的 EF 均值分别为 1.97、1.21、1.17、1.00、1.04、

0.98、1.01 和 1.18。按照 EF 均值的大小排序为 Cd＞As＞Zn＞Pb＞Cu＞Cr＞Co＞Ni。如（图 5a）所示，

在这 8 种重金属中，Cd 的 EF 值呈现出明显增长趋势，其污染等级自 1981 年起由无至较轻污染升至中等

污染。As、Pb、Co、Cu、Ni、Cr 和 Zn 均处于无至较轻污染等级，其中 As、Zn 和 Pb 的 EF 值上升明显。 

在石塘湖沉积岩芯中，8 种重金属元素𝐸𝑟
𝑖均值大小依次为：Cd（52.15）、As（10.86）、Pb（5.27）、

Cu（4.68）、Co（4.52）、Ni（4.46）、Cr（1.83）和 Zn（1.06）。如图 5b 所示，As、Pb、Co、Cu、Ni、

Cr 和 Zn 等 7 种重金属的𝐸𝑟
𝑖值均小于 40，整体上处于轻微生态风险等级。相对而言，Cd 的潜在生态风险

等级较高。在 1950 年之前，𝐸𝑟
𝐶𝑑值低于 40，处于轻微生态风险等级；然而，自 1950 年起，该值超过 40，

并呈持续上升趋势，逐步达到中等生态风险等级，并在 2004 年后达到了强生态风险等级。石塘湖沉积岩

芯中重金属元素 RI 值范围为 61.09 ~ 116.78（图 5c），总体而言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总体上处于轻微等级，

但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显著上升。 

2.5 沉积岩芯重金属来源分析 

湖泊沉积物中的重金属元素受到母岩、气候和沉积环境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随着人类活动范围和

强度不断增加，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特征逐渐转变为自然过程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73-75]。本研究利

用多种分析手段（包括 Pearson 相关性分析、聚类分析和正定矩阵因子分析法）进行重金属来源分析。 

在本研究中，石塘湖沉积岩芯中 Cu、Cr、Ni 和 Co 等四种重金属元素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 

< 0.001）（图 6a）。此外，这四种重金属元素与黏土组分也显示出显著的正相关（P < 0.001）聚类分析的

结果将这四种重金属元素归为同一组（图 6b），表明它们可能具有共同的起源或相似的迁移路径。沉积物

岩芯中 Cu、Cr、Ni 和 Co 的平均浓度分别为背景值的 0.94 倍、0.91 倍、0.89 倍和 0.91 倍，且变异系数较

低，这表明这些元素的浓度相对稳定，且其污染水平和潜在生态风险均处于较低等级。这四种重金属元素

主要受到自然背景因素的控制，其人为活动的影响较小。这一发现与长江中游典型湖泊（如东洞庭湖、洪

湖和赤湖）对沉积物重金属来源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些研究也表明，Cr、Co 和 Ni 主要来源于母质背景[76]。

安庆位于长江中下游铜铁矿成矿带，铜矿资源丰富，储量达 60 万吨[43]，因此 Cu 元素可能通过岩石自然

 

图 5 石塘湖岩芯重金属（a）富集因子（EF）、（b）单因子潜在生态风险指数（Er
i）和（c）综

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变化趋势 

Fig.5 Variation trend of heavy metal (a) enrichment factor (EF), (b) single factor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 (Er
i ) and (c) comprehensive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 (RI) in sediment core of Lake Shitang 

 



 

 

风化过程汇入湖泊沉积物中。PMF 源解析结果显示，在因子 1 中，Ni、Co、Cr 和 Cu 等四种元素的载荷

较高，因此推测因子 1 代表了自然源（图 7a）。这些自然来源元素的浓度呈下降趋势（图 4），可能受到

人为活动对沉积物结构的显著影响，一方面沉积物中人为来源重金属的比例逐渐增加，稀释了自然来源元

素的浓度，另一方面沉积速率的增加可能掺入更多人为来源颗粒物，使自然来源元素的浓度表现出下降趋

势。 

图 6 石塘湖 ST22-1 沉积岩心（a）粒度与各重金属元素之间的相关性（n=64）；（b）重金属元素聚类分析 1) 

1) ＊表示在 0.05 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0.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Fig.6 (a) Correlation between grain size and heavy metal elements (n=64); (b) Cluster analysis of heavy metal elements of 

ST22-1 sedimentary core in Lake Shitang  

 

聚类分析将 Cd、Pb、Zn 和 As 等四种重金属元素归为一组（图 7b）。其中，Cd、Pb 和 Zn 三种

元素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 < 0.001），同时它们与粉砂和中值粒径也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P 

< 0.001）。此外，As 与 Zn 之间以及 As 与中值粒径之间均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P < 0.001 和 P < 

0.05）[图 7(a)]。四种重金属元素平均浓度均高于石塘湖沉积物重金属浓度的背景值。这些结果表明，

这四种元素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可能具有相似的污染来源或复合污染特征。 

PMF 源解析结果显示（图 7a），在因子 2 中，As 的载荷达到 51.15%，成为该因子的主要贡献

元素。同时，其他载荷较高的重金属包括 Zn 和 Pb，载荷分别为 36.05%和 32.66%。As 的主要来源

于人为活动，尤其是在农业中广泛使用的化学品，如杀虫剂、除草剂和化肥等[77]。Zn 和 Pb 在农家

肥和商品有机肥料中普遍含量较高[78]，因此可以推测因子 2 主要代表农业源。然而，需注意的是，

现代化农业投入品（如化肥和农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的普及程度较低，因此 20 世纪 50 年代

以前农业污染可能更多来自传统农家肥的施用。 

在因子 3 中，Cd 具有最高的载荷值，此外，Pb、Zn 和 Cu 的载荷也相对较高。安庆地区的铜矿

冶炼和采矿活动可能导致 Cd、Zn、Pb 和 Cu 等重要污染物的释放[79]。同时，石塘湖集水区内的工业

生产活动（如汽车零件制造、机械制造和化工生产）也对环境产生了显著影响。金属加工、机械制造

和化学生产等行业的排放是环境中 Cd、Zn 和 Cu 的重要来源[80]；此外，汽车轮胎、润滑剂和刹车片

中也含有 Cd、Zn 和 Cu 成分[81]。因此，因子 3 可被认为代表工业源。自 19 世纪中叶安庆军械所设

立以来[43]，安庆工业逐步发展，铜矿冶炼和机械制造等工业活动对区域环境造成了一定影响。至 20



 

 

3 讨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近 200 年来，石塘湖沉积物的重金属记录与流域人类活动的发展过程存在对应。

沉积记录所指示的湖泊重金属污染史与湖泊周边的社会经济发展史均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区域人口、

工农业发展及土地利用转型的关键节点，都会导致湖泊沉积物的粒度组分、沉积通量、重金属污染源贡献

比和污染程度的显著变化。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石塘湖流域的开发程度较低，湖泊受人类活动影响相对较小。1900 年至 1930

年间，湖泊流域及周边地区的耕地总面积仅为 41.48~46.46 km2（图 2a）。沉积记录显示，在这一阶段，沉

积物的中值粒径、粒度组分及沉积通量的变化趋势相对稳定，且中值粒径和沉积通量均较小。在这一阶段，

石塘湖沉积物的重金属污染主要源于自然因素，其平均贡献率达到 63.63%（图 7c）。安庆市的工业起步

较早，19 世纪中叶安庆军械所的设立使其成为中国近现代工业的重要发源地。随后，安庆市逐渐兴起了一

系列工厂，包括制造、铸币（如银元和铜币）、煤炭开采、电力生产、食品加工以及纺织等[43]。受早期工

业化的影响，工业源对沉积物重金属污染的平均贡献率相对较高，达 25.22%；而农业源的平均贡献率则

较低，仅为 11.15%。总体而言，这一阶段沉积物重金属污染水平和潜在生态风险均处于较低状态。 

20 世纪 30 年代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湖泊流域人口逐渐增加，工农业活动逐渐增强。这一时期，

湖泊流域所在城市的耕地面积也在不断扩大，到 1970 年已超过 70 km2（图 2a）。历史资料显示，1949 至

1979 年间，安庆市的工业经济各部门的现代化程度和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初步形成了以石油化工、机械

和轻纺为主体的工业部门[43]。湖泊沉积记录表明，在这一阶段，沉积物干沉积通量呈现明显的上升和波动

趋势。这种变化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夏季降水量的增加以及流域内大规模耕地开垦活动密切相关[82-83]。然而，

由于农业和工业活动的增强，沉积物中输入成分发生了显著变化。耕地侵蚀带来的颗粒物（如有机物和肥

料）及工业排放物稀释了自然风化来源重金属的浓度。此外，垦殖活动导致植被覆盖减少，改变了侵蚀路

径，更多表层土壤而非岩石风化产物被冲刷进入湖泊，从而进一步降低了自然来源重金属的比例。在此阶

段，沉积物重金属的自然源贡献率显著下降，平均为 54.74%（图 7c），农业源贡献比增长至 23.44%；工

业源则占比 24.84%。工农业活动的发展使湖泊沉积物中部分重金属的潜在生态风险水平升高，其中 Cd 的

世纪 70-80 年代，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43]，工业源对重金属污染的贡献显著增加（图 7b）。 

图 7 基于 PMF 模型的石塘湖沉积岩芯重金属源解析：（a）不同污染源对重金属的贡献分配；（b）3 种因子对石

塘湖沉积物重金属污染的贡献率（c）不同阶段 3 种因子的贡献均值（因子 1-自然源；因子 2-农业源；因子 3-工业源） 

Fig.7 Source analysis of heavy metals in sedimentary core of Lake Shitang based on the PMF model: (a) Contribution distribu-

tion of heavy metals from different pollution sources; (b) Contribution rate of three factor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to heavy metal 

pollution in sediments of Lake Shitang; (c)The average contribution of three factors in different periods (Factor 1 - Natural 

source; Factor 2 - Agricultural source; Factor 3 - Industrial source) 



 

 

潜在生态风险在 1950 年以后已达到中等等级。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安庆市总人口和非农业人口迅速增长，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图 2c）。

湖泊流域土地利用变化频繁，伴随着耕地面积的急剧增减和建设用地的上升。20 世纪 80-90 年代开始，安

庆市粮食产量、水产品产量、农药及化肥施用量不断上升（图 2e，f）。历史资料表明，从 1980 年代开始，

安庆市工业蓬勃发展，逐渐形成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汽车零配件制造、纺织工业和建筑建材为支柱的产

业结构[43]。沉积岩芯记录显示，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石塘湖沉积物的干沉积通量、中值粒径和粉

砂组分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城市化过程中建设用地的增加破坏了土壤结构，加剧了流域侵蚀作用[84]，导致

大量碎屑物质被带入湖泊，增加了沉积物中值粒径和粉砂组分的比例。此外，受到人为源影响的 Cd、Pb、

Zn 和 As 等重金属元素在此阶段的浓度和累积速率均呈现显著上升趋势。这一时期人类活动强度的增加使

得人为源成为主要的重金属污染来源，其中农业源和工业源的贡献率分别增加到 46.74%和 41.19%，而自

然源显著下降，仅为 12.07%（图 7c）。随着人类活动加剧，沉积物中的重金属污染水平和潜在生态风险

等级进一步提升。自 1981 年起，Cd 污染等级已达到中等，潜在生态风险在 2004 年后上升至强风险等级；

重金属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也在持续增加。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重建长江中下游城郊湖泊石塘湖沉积物中主要重金属浓度演变历史，评估了过

去两百年来湖泊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变化，量化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前后湖泊污染来源及其转变节点，揭示

了多种人类活动对流域环境变化的驱动过程。研究结果显示，湖泊流域的社会发展方式对城郊湖泊重金属

污染类型和程度影响明显，因此在未来生态治理和保护中应该注意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典型人为源重金属元

素（Cd、Pb、Zn 和 As 等）的排放和入湖途径，建立长期监测体系，动态追踪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变化趋

势，并评估其对水生植物和底栖动物等生物群落的潜在影响。在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还需注重

水土保持措施，比如设立植被缓冲带以过滤地表径流中的泥沙和污染物，降低湖泊生态系统受到的毒性效

应，维护区域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 

4 结论 

(1) 沉积记录表明，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石塘湖沉积物中的 As、Pb、Co、Cu、Ni、Cr 和 Zn 的污

染等级大多维持在无污染至较小污染，潜在生态风险主要为轻微。相比之下，Cd 的污染等级和潜在生态

风险较高，其 EF 和𝐸𝑟
𝐶𝑑值持续上升，自 1981 年起，其污染等级从无污染和较轻污染上升至中等污染，而

潜在生态风险等级在 1950 年和 2004 年分别上升至中等和强风险等级。此外，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

来，沉积物中重金属的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显著上升。 

(2) 相关性分析、聚类分析和 PMF 源解析结果显示，石塘湖沉积物中的重金属受自然风化与人类活

动的双重影响。在 1930 年之前，石塘湖沉积物中的重金属主要来源于自然风化（平均贡献率为 63.63%），

工业源和农业源的贡献率分别为 25.22%和 11.15%。1930 年至 1974 年，农业源上升至 23.44%，自然源和

工业源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 51.72%和 24.84%。1975 年以后，农业源和工业源贡献率分别上升至 46.74%

和 41.19%，成为主要污染来源。 

(3) 本研究为石塘湖流域的重金属污染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泊生态环境保

护提供了长期变化视角的参考，同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郊型湖泊重金属污染的历史动

态、来源解析及管理对策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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